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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瑪竇視野下的中國法律

王超傑*

RCC84--3

* 王超傑，廣東肇慶學院政法學院教師，主要從事國際法教學與研究工作。

審判動態地反映着司法權的全部固有屬性並具體地實現着司法權的基本職能。裁判作為法

律過程的產品，無非是法律從抽象形式到具體形式的轉化，是在個案的落實。雖然在華經歷了

三次訴訟，但利瑪竇對中國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的評價是正面的、讚揚性的。通過對中西法律

的對比，利瑪竇認為宗教對法律的影響是客觀存在的。

的根本原因，宗教的分野在其中起了催化作用。

該案係民事案件，僊花寺所聘請的印度製鐘工匠

成為被告，利瑪竇以“事主”身份出庭成為證

人，歷經訴訟的各個環節，使其對中國審判制

度中的行政兼理司法、民刑訴訟程式不加區分、

以嚴刑訊問為斷案必由之路等做法有了深刻的認

識。第二次訴訟發生在1592年的韶州。是年7月

間的一個夜晚，韶州天主教堂被強盜闖入，三名

僕人被襲重傷，石方西神父頭上被斧子輕微砍

傷，依照《大明律》該案案由應屬賊盜，但有入

室威嚇、搶劫、故意殺人諸情節，性質惡劣，案

情殊為重大。此時，利瑪竇來華已歷十載，漢語

運用純熟，對中國法律的流轉諳熟於心。作為原

告方，傳教士依律向官府提交訴狀，利瑪竇靈光

燭照，寬大為懷，訴狀以事實為根據，沒有誇張

的叙述，沒有舖陳的描寫，贏得了官員的好感。

判決結果公平公正，沒有縱容罪犯，利瑪竇對此

頗感滿意。

第三次涉訴發生在1600年的天津。時年7月

3日，利瑪竇一行人等為赴京向皇帝進貢，乘劉

“宗教體現了各文化的本質特點，在宗教思

想的交流中，文化的其他側面也就展開了。”
(1)

作為第一批來華耶穌會士中頗具影響力者，利瑪

竇學貫中西，被譽為明季溝通中西文化之先驅。

其來華廿八載，由澳門而入肇慶，北上韶州，駐

南昌，迤邐而下南京，越山東，過天津，自邊緣

疏離之地而至帝京，夙願得償。“西儒”利瑪竇

用文化的方式向士人傳教，確立了合儒易佛的文

化傳教路線，留下大量書信、回憶錄，經後世彙

集整理成《利瑪竇中國劄記》一冊煌煌巨著。作

為一介傳教士，在華迭經訴訟，以其切身經歷和

現實觀察，利瑪竇將中西法律制度進行了初步對

比。

利瑪竇參與訴訟簡析

利瑪竇在劄記中非常詳細地講述了其在進入

北京之前的三次涉訴經歷。

第一次發生在1584年的肇慶，建造天主教堂

僊花寺所關涉的現實利益、文化衝突是訴訟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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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監官舟赴京途中抵達山東臨清，山東稅監、太

監馬堂垂涎神父們送京的禮品，寫信給皇帝，請

皇帝允許馬堂專責護送神父們進京。“皇帝派太

監們出去收稅，其實就是掠奪。(⋯⋯) 當地的居

民和駐軍奮起反對他（馬堂——筆者註），燒燬

了他的家，殺死他所有的家奴。但是恐懼並沒有

結束他的貪婪，人們說他自從遭了那場災難後，

變得比以前更壞了。”
(2) 

7月18日，利瑪竇在馬

堂兵卒的監視下啟程，“船上有四個士兵，夜間

充當守衛”
(3)
，24日抵達天津。在天津逗留了三

個多月，得接聖旨，說外國人帶給皇帝的禮物，

必須另本上奏。馬堂借清查物品之機勒索財物，

又由於當時朝中大臣與宦官的矛盾白熱化，馬堂

呈報神父禮品清單的第二則奏疏遲遲得不到禮部

回覆，馬堂擔心此事給自己惹來麻煩，乃藉口神

父們隱匿實物不報，再次搜查神父們的行李，發

現耶穌死難十字架，誣陷利瑪竇等行蠱，欲加害

皇帝，把利瑪竇等投入監獄。利瑪竇“被召到公

案之前，他身着犯人穿的棉布長袍，頭戴老百姓

戴的圓帽。首先，他被命令跪下”
[2] 394 

待馬堂回

臨清之際，利瑪竇一行被關押在天津的監獄裡，   

“寒冷和極差的住室給長期滯留的神父們造成了

很大的不便”
(4)
，利瑪竇無能為力，幾乎萬念俱

灰，“似乎是上天一直在等待着神父們放棄一切

人類的援助的希望，而把他們的計劃完全託付於

上帝之手。”
(5)
 過了很長時間，有一天萬曆皇帝

突然想起有奏疏說外國人要進貢一座自鳴鐘，當

他得知還未進京時立即批示：“天津稅監馬堂奏

遠夷利瑪竇所供方物暨隨身行李，譯審已明，封

記題知，上令方物解進，利瑪竇伴送入京，仍下

部譯審。”
(6)
 1601年1月24日，利瑪竇以向萬曆

皇帝進貢的遠夷使者身份進入北京。

國人觀念中，“牢獄之災”大概是人生所有

苦難中最大苦楚。即便遭遇邪惡無知如馬堂者，

即便身限囹圄饑寒交迫，即便詈罵加身有口莫

辯，利瑪竇還是保持了“西儒”固有風範，書

中沒有謾駡，沒有報怨，沒有對中國政治法律制

度的抨擊，“他們很有信心的把最後的希望寄託

在神的援助上，把他們的思想轉向上帝，並且堅

定、愉快的準備在他們所從事的事業中面對任何

困難，甚至於死亡”。
(7)
 終於等得雲開見月明，

北京的召喚如同春雷滾滾，“經歷了這麼多的磨

難與痛苦，現在神父們高興之極，呼吸都感到輕

鬆多了。他們感謝上帝，忘記了過去數不勝數的

煩惱，重新鼓起勇氣上路”。
(8)
 歷史揭開了新的

一頁。

利瑪竇對中國法律優勢地位的解讀 

中世紀歐洲基督教神學居於統治地位，教會法

成為法律關係的準則，眾多優秀法學家身兼神學教

職，如維多利亞、蘇亞里茲、真提利等。“中世

紀是從粗野的原始狀態發展而來的。它把古代文

明、古代哲學、政治和法律一掃而光，以便一切

都從頭做起。它從沒落了的古代世界承受下來的

唯一事物就是基督教和一些殘破不全而且失掉文

明的城市。政治和法律都掌握在僧侶手中，也和

其他一切科學一樣，成了神學的分支，一切按照

神學中通行的原則來處理。”
(9)
 法學中世紀之際

依附於神學，是神學院的必修課程，因此，利瑪

竇受過教會法良好的薰陶和教育是確定無疑的。

遠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阿其道

甚正，其守甚嚴，其學甚博，其識甚精。”
(10) 
洞

明世事人情練達的利瑪竇在社會學領域將歐洲宗

教哲學、法理學與中國的禮教和法律文化進行了

觀察。

首先，利瑪竇高屋建瓴，敏銳地發現了儒家

學說在中國政治、法律生活中的超然地位。他注

意到中國作為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而以天朝自

居，是人類社會法制文明起源較早的重要地區。

中國法制是在封閉的環境中獨立形成與發展的。

對於利瑪竇而言，主張“性善論”的儒家思想融

合了中國人的信仰崇拜、宗教禁忌等祭祀禮儀規

則以及倫理道德習俗，是中國人集道德教誡之大

成的基本學說，迥別於基督教的原罪論：“被稱

為中國聖賢之師的孔子，把更古的哲學家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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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編成四部書，他自己又撰寫了五部。他給這五

部書題名為‘經’，內容包括過正當生活的倫理

原則、指導政治行為的教誡、習俗、古人的榜

樣、他們的禮儀和祭祀以及他們詩歌的樣品和其

他這類的題材。在這五部書之外，還有一部彙編

了這位大哲學家和他的弟子們的教誡，但並沒有

特殊的編排。它主要是着眼於個人、家庭及整個

國家的道德行為，而在人類理性的光芒下對正當

的道德活動加以指導。這部書是從前面提到的那

部書摘錄下來的撮要，被稱為《四書》。在這個

國家有一條從古代帝王傳下來並為多少世紀的習

俗所肯定的法律，規定凡希望成為或被認為是學

者的人，都必須從這幾部書裡導引出自己的基本

學說。”
(11)

解僧袍着儒裝，合儒易佛。利瑪竇認為“中

國禮法”使中國的文明程度高於歐洲：“在古

代，中國給自己取的名稱是‘文華之國’。中國

書裡經常講論的五常之一，即是‘禮’；所謂五

常，就是五個道德。禮在於彼此敬重，做事有規

有矩。中國的禮法歷代相傳，有增無減，結果弄

得人整天在外奔走，沒有時間做別的事。(⋯⋯) 

因為大家太注重外表的繁文縟節，反而忽略了內

心。(⋯⋯) 因此，野蠻的民族固然不必說了，就

連我們歐洲人，好似禮貌已得周到了，但與中國

人相比，無異是不講禮貌的純樸人。”
(12)

利瑪竇甚至試圖用西方自然法的觀念來解

釋儒家思想：“古代的中國人無論做甚麼 ，都

盡力隨從理性之指導，他們說理性是上天賦予

的。(⋯⋯) 因此可以希望無限慈悲的上帝，使許

多按自然法生活的古人得到了救贖 
(13)
。”

其次，利瑪竇相對客觀的比較了中西政治法

律文化的外在表現形式。法律是統治階級意志的

反映和要求，但更重要的是，法律還是人類文明

進步的階梯。人類文明進步的每一個腳步，皆以

法律的形式加以肯定。

一、政體差異。“從遠古以來，君主政體就

是中國人民所贊許的唯一政體。貴族政體、民主

政體、富豪政體或任何其他的這類形式，他們甚

至連名字都沒有聽說過。”
(14)
“祇有毫無歷史知

識的人才知道，君主們任何時候都不得不服從經

濟條件，並且從來不能向經濟條件發號施令。無

論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祇是表明和記

載經濟關係的要求而已。”
(15) 
大約從西元前30世

紀的炎帝、黃帝時代起，華夏文明率先在北方黃

河流域一帶孕育發生，自商代中期以後，早期國

家及其宗族社會進入了高速發展的歷史時期，創

造了青銅時代輝煌燦爛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化。

中國古代法制文明最初脫胎於原始社會末期，法

律制度以源於原始習慣和傳統習俗的習慣法為

主，法律淵源主要包括禮和刑，傳統政治是以君

主為權原的，政治權力的根據，來自君主而非人

民，君主才是真正的政治主體。肇始於古希臘，

西方個人本位法律傳統源遠流長，即便到了通過迷

信的方式傳播科學思想的中世紀，被廣泛詬病的“

黑暗”並沒有掩蓋法、公平、個人權利等價值，因

為自律之理性在社會而不在政權，唯有在精神、

價值觀層面統一於宗教。利瑪竇發現，在中國強

調的是群體本位的宗法家族主義傳統。

二、訴訟制度差異。與西方不同，大量深諳

哲學的官吏在中國行使着國家權力，行政兼理司

法。與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佔據主導地位耦合，

訴訟制度上與封建統治相適應的糾問式訴訟形式

居於主導，祇判不審或祇審無辯，審理中廣泛採

用刑訊逼供，強迫被告人作出有罪的供述，並不

准抗辯，訴訟當事人完全是被審訊、拷問的對

象，毫無訴訟權利可言。在中國封建社會中，訟

師不被官府承認，在夾縫中生存。“中國所熟習

的唯一較高深的哲理科學就是道德哲學，(⋯⋯) 

他們沒有邏輯規則的概念，因而處理倫理學的某

些教誡時毫不考慮這一課題各個分支相互的內在

聯繫。”
(16)
“標誌着與西方一大差別而值得注意

的另一重大事實是，他們全部都是由知識階層，

即一般叫做哲學家的人來治理的。”
(17)
“擅長於

倫理學的人，其智慧受到極高的尊敬，他們似乎

能對任何問題做出正當的判斷，儘管這些問題離

他們自己的專長很遠。”
(18) 
而西方自古羅馬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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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設立了法科學校，講授明斷人事的根本。經過

六年學習以後，通過嚴格考試，特別優秀的學習

者，可以委以世俗重任從事法律工作，授予一定

的職務。歐洲中世紀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辯論式

的訴訟方式，訴訟當事人除自行辯護以外，尚可

以委託僧侶作為律師出庭進行委託辯護或代理，

對於防止審判的偏頗，約束問刑官的獨斷專橫，

增加裁判的公正性，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具

有積極的意義。

利瑪竇十分讚揚中國法律文化意識。中央政

府的內閣中“第六個部門是司法部，叫做刑部，

主管偵查和懲辦刑事案件。全國的員警都在它的

管轄之下。”
(19)
 明代審判實行逐級審轉制，即

從州縣至府到按察司而督撫，最後達於中央刑

部，逐級向上呈報。與此同時“屬於北京和南京

立法機構的特殊城市，也像這些省份的其他城市

一樣，是以同樣的方式進行治理的，但它們的訴

訟要向管轄它們的那個特定立法機構提出。其他

十三省的司法權屬於各省的兩個部門，一個叫布

政使，一個叫按察司，前者是一般法庭，後者是

刑事法庭。這兩個法庭都設在各省省會，程式都

有點複雜。”
(20)

第三，就法律淵源，利瑪竇將中國法律和歐

洲《十二銅表法》、《凱撒法典》作了比較。他

注意到中國法律傳統有別於西方，家族和階級是

中國法律的基本精神和主要特徵。法是歷史的產

物，具有鮮明特定的歷史文化特徵。拉丁語中

做“法”解釋的詞最典型的是 Jus，其基本涵義

有二：法；權利。大而化之，Jus 可集權利、正

義、法於一體。而中國“刑”、“律”也稱之為“

法”，訓詁眾多，但究其本原從來不具有權利、

正義的涵義。同為“法”，但語詞內涵外延猶如

天壤，恰恰反映了中西文化之差異。16世紀西方

神學將法分為四類，即永恆法、自然法、神法和

人定法。其中，人定法指的是世俗國家法律，永

恆法是等級最高的法律，人定法不得違反自然法

和上帝法。而在中國，法自君出，“沒有像我們

的《十二銅表法》和《凱撒法典》那類可以永

遠治理國家的古代法典。凡是成功取得王位的，

不管他的家世如何，都按他自己的思想方法制定

新的法律。繼位的人必須執行他作為王朝創業人

所頒佈的法律，這些法律不得無故加以修改。今

天治理中國人的法律都不早於洪武，所有這些法

律或是由他親自制定的，或是從他的前人那裡接

受過來的。他的計劃明顯的是制定一部全面性的

法典，以保證國家的安全以及他和他的子孫後代

綿延久遠。”
(21)

第四，在利瑪竇看來，明王朝“執法必嚴，

違法必究”，“道德生活的完美已由洪武皇帝的

法律做出規定”。
(22)
“所有省份、地區和城市的

高級官員，即布政使、按察司、知府、知州和知

縣等等，每三年都必須在北京聚會以表明效忠皇

上。審查對任何人都一視同仁，即使皇上也不敢

更改公開調查的審查官們所做的決定。1607年的

普查對四千多名官員作出了判決，被判處的人分

為五類。第一類是在任職期間貪污受賄而受懲罰

的人，第二類是對罪犯用刑過苛的人，第三類包

括年老生病的以及怠忽職守的人，第四類包括定

案時過於草率、考慮不周的人以及奉公施政有欠

理智和審慎的人，最後一類則是在規範個人生活

或家務上行為不檢點的人，以及一般說來所過的

生活與他們職位的尊嚴不相稱的人。”
(23) 
明代

對於官吏的考察是定期對內外官進行的，分為外

察和京察，以京官為對象的京察六年進行兩次，

以外官為對象的外察三年一次。考察的標準有八

項：“曰貪、曰酷、曰浮躁、曰不及、曰老、曰

病、曰罷、曰不謹。”實際是重在審查、處理有

貪酷行為的官吏。利瑪竇的叙述，恰與明律相一

致。

第五，明王朝在任用司法官員時強調程式公

正。“通常的規矩是法官不得在他所出生的省份

裡主持法庭，除非他是武官。這是為了防止偏袒

親友而採取的預防措施，至於武官的情形則是為

了培養他更深厚的愛國心。當法官主持法庭時，

他的子女和家屬都不得離家，免得通過他們受

賄。但是公眾場合僕人通常對官員所表示的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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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總是得到遵守的。當法官本人離家出庭時，

他家的公私出口都要蓋印加封，破封者將受懲

罰，這是為了防止他的僕人不得他的允許私自出

門。”
(24)

明代任官時，洪武年間曾經確定“南北更調

之制”，即南方人調北方任官，北方人調南方任

官，後來雖不限南北，但不得本省任官，此舉乃

漢代“三互法”的繼續和發展。鑒於歷代臣下結

黨造成皇權削弱，統治集團內部矛盾導致國亡民

亂的教訓，明律設置“奸黨”專條，嚴禁臣下結

党以形成與皇權相抗衡的力量，利瑪竇傳教期間

與各級官員廣泛交遊對此深有感觸。

第六，利瑪竇對中國法律制度中的負面問題

也進行了觀察與記錄。

一、明律承襲唐律但“重其重罪，輕其輕

罪”，突出了刑法的打擊對象，加強了刑法的力

度。利瑪竇記錄了中國刑罰制度裡作為死刑執行

方式的淩遲、梟首、戮屍等重刑的淵源發展，並

對緣坐、刺字等刑罰的加重刑給予關注，在他眼

中，明王朝復活肉刑，法律苛重，採取刑罰的威

嚇與報復，聽任廠衛干預司法審判，儼然比中世

紀的法律還要嚴酷。明代沿用唐律五刑之制，但

徒、流均加附杖責，在劄記中，利瑪竇對杖刑進

行了繪聲繪色的描寫。

二、通過對當時中國貴族生活的考察，利瑪

竇記述了皇室貴族特權階層的優越法律地位。晚

明據洪武開國已達二百餘年，皇室貴族已經發展

成一個龐大的群體，屬於社會特權階層：“號稱

皇家血統的人都由公費供奉。目前據估計這類人

約在六萬以上，而且由於他們在不斷增長，所以

不難想像他們構成多麼大的公眾負擔。由於他們

不擔任一切公職和行政，他們變成了一個無所事

事的階級，耽于逸樂的生活而且蠻橫。皇上防範

這些人就像對待私仇一樣，因為他十分明白他們

有他們自己的一套耳目。他們這些人都必須住在

指定的城市裡，沒有皇上的批准不得擅離，否則

嚴行懲治，而且他們從沒有一個人被允許住在北

京和南京的皇都。”
(25)
“洪武皇帝恩賜給他的追

隨者的很多豁免權當中，對於長子賦予了某種特

權，這是我國人民沒有聽說過的。例如，在洪武

領導下這個家庭的家長在取得政權的過程中立下

的光輝功績被刻在像碟子一樣的鐵券上。這種鐵

券可以呈交皇帝三次，請求赦罪，即使犯的是死

罪也不例外。每次呈交皇帝時，皇帝就在上面做一

個秘密的記號，向他表明鐵券已經用過幾次了。這

種榮譽和俸籌是賜給諸王的親屬或親屬的親屬以及

某些對國家或對該封國有卓異貢獻的人。”
(26)

為了表明自己觀察的權威性，利瑪竇在劄記

第一卷特別說明：“我們在中國已經生活了差不

多三十年，並且遊歷過它的最重要的一些省份，

而且我們和這個國家的貴族、高官以及最傑出的

學者們友好交往。我們會說這個國家本土的語

言，親身從事研究過他們的風俗和法律，並且最

後而又最為重要的是，我們還專心日以繼夜的攻

讀過他們的文獻。這些優點當然是那些從未進入

這個陌生世界的人們所缺乏的。因而這些人寫中

國，並不是作為目擊者，而是祇憑道聽塗說並有

賴於別人的可信性。”
(27)
 不管其動機為何，宏觀

上利瑪竇先行樹立了優勢地位的中國想像，並且

通過中國優勢來暗喻西方的弱勢。當然，利瑪竇

的中國想像依賴於具體社會實踐的背景進行恢弘

叙述，並和這一實踐相輔相成有機交織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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